
故事本为民俗学里“民间故事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理论与范畴均有相当积累且

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重新提出故事问题予以思考，为的是暂时将既有“民间故事学”的涵义

“悬置”起来，转而直观遍布生活的“讲述和倾听（书写与阅读）故事”的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即

故事活动现象。伴随人类至今的故事活动的范围、方式和效应，远远超越于文学活动的范围、

方式和效应。一些学科和领域，为了自身研究目的和目标，将故事活动与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

结合起来，探寻故事的特点、价值、意义，乃至属于它们学科的原理和规律。确如韦恩·布斯所

说：“故事统治了每一个领域，甚至包括纯粹的硬科学。……我们都生活在故事的世界里……”①

这些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既是对故事活动伴随人类至今并且渗透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确认，同

时，确实启示我们人文学者从既有的文学研究视野跳出来，重新思考故事活动问题，形成故事

问题视域。正是在故事活动问题域中，笔者注意到文学之外的若干学科与研究领域关注故事

现象②。“法律与文学”的研究领域，则是其中之一。

一、“法律与文学”研究现状

“法律与文学”研究诞生于美国。美国法学学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识到封闭性研究

不适应社会发展，开始尝试突破，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70年代法

刘俐俐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美国“法律与文学”的发生及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与走向

等，着重考察如下两个研究取向：其一，针对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发掘文学作品内涵的实践性研究路向的性质

与特点，引申出“故事陈旧而有用”的思考；其二，针对美国以努斯鲍姆为代表的侧重文学对社会正义观念和司法中立

建设的研究，考察其学术背景、出发点、观念与学理轨迹，发现这一切也基于“故事陈旧而有用”的原理。

故事问题视域中的“法律与文学”研究

本文为天津社科项目“张

爱玲小说艺术与中国文

学传统”（批准号：TJZW

12-002）成果

39



文艺研究 2015年第 1期

律与经济学交叉，诞生了法律经济学，取得较大成就，随后出现了法律与文学的交叉。“‘法律

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是发源于美国法学院的一场学术运动，并演变成为一个法学流派

或者领域。”③1973年詹姆斯·伯艾德·怀特的《法律的想象》出版，标志着“法律与文学”学术运

动正式起步。该研究领域有四个分支：“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和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of literature）。”④

参与“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分两类。第一类为法学出身，意识到法律与文学交叉的必

要和意义，由此交叉理路进入该领域。代表性学者为詹姆斯·伯艾德·怀特、理查德·波斯纳等。

第二类为法学、神学、哲学乃至政治学的学者，意识到法学与文学、神学、哲学乃至伦理学交叉

的必要和意义，由此交叉理路进入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的玛莎·努斯鲍姆。她说：

“由于我被要求讲授的课程是法律与文学，所以我的法学教育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讲故事。”⑤美

国法学院普遍开设“文学与法律”课程。第二类学者背景和理路，集中地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

“学院哲学———其中包含了对文学和艺术的哲学讨论———是公共话语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⑥，

“在许多欧洲国家，哲学长久以来都处于公共生活的中心”⑦。两类学者学术背景不同，他们的

共同点是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以文学而是以法学或者公共政治、

公共伦理为学术目标。前述四个分支中，前两支为狭义、主流的法律与文学研究。“文学中的法

律”即以文学文本为题材来研究其中的法律问题。“作为文学的法律”包括两类研究，其一，把

文学乃至（哲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法律文本（主要是法典，尤其是宪

法）的解释；其二，像对待文学作品一样研究司法判决书的涵义、风格、修辞、结构。两支研究对

象的理路，或者以文学文本为题材，或者以文学为渠道，研究法律观念、法律条文、法学思想

等。

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主要受美国该学术运动影响发展起来，译介美国该运动和研究领

域代表性著作成为了解和进入该领域最初的工作方向。在我国，波斯纳的理论发生了主导性

影响，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法理学问题》⑧、《法律与文学》⑨、《超越法律》⑩。另有珍妮·B. 巴伦、朱

利亚·爱泼斯坦著，信春鹰翻译的《语言和法律：文学、叙事和法律理论》，该文收入戴维·凯瑞

斯编的《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的批评》輥輯訛。这篇论文主要是对“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理论阐

释。近年来发生较大影响的是玛莎·努斯鲍姆的专著《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者主要为法学界的专家，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阐述和理解

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理论；其二，运用法律与文学方法进行学术实践。中国学者就该领域的四个

分支研究方向的理解，基本与美国相同。在两个方面研究中，第二个方面以实践性质为主。“有

普遍性的学术取向则是，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具有法律意义的材料……挖掘传统中国法律文化

的内涵和特征”，诸如结合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文学作品，探究中国法律史、法律文化史等，或

者研究法律方面的现实问题。比如，深受波斯纳影响的苏力教授，2006年出版《法律与文学：以

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輥輰訛一书，该书“导言”“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对当前国内“法律与文

学”的研究现状作了比较翔实的梳理和评价，并且坦承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来自

波斯纳的启发。他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应该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和提取与当

前中国法制转型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而从法理学和法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以期建立有关

法律问题的新理解。此外，中山大学的徐忠明教授是从法律与文学作品密切结合探讨法律意

识、法律史的学者，如他在《从话本〈错斩崔宁〉看中国古代司法》中就明确地说：对崔宁被“错

斩”原因的“分析与解释……同样可以推及中国古代的其他错案冤狱。当然，笔者希望通过这

一分析达到以下两个目的：其一，挖掘中国法律史的史料；其二，丰富人们思考中国法律史的

40



方法”輥輱訛。确如他所说，近十年的研究逐步转移到“法律的新文化史”上来了。而且，与以往“法律

与文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已有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以文学作品为基本分析材料进行中国

法律文化史的解读，渐次成为流行一时的做法”輥輲訛。

总括地说，美国与中国的“法律与文学”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研究者们

意识到其内在悖论和限度輥輳訛，研究理路不同、研究分支划分亦有分歧，共同点却很鲜明：“法律

与文学”研究的学术目标均为法律，不同只在于研究法律的哪方面、采取怎样的逻辑和方法。

无论怎样，文学在法律研究方面派上了用场，显示出“有用”性。笔者感兴趣的是就文学作品发

掘其内涵的实践性研究以及文学作品在整个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在正义伦理建设中的特性与

作用研究这两个方面。

二、发掘文学作品内涵的实践性研究

通过对中国“法律与文学”实践领域研究情况的考察，笔者认为可用几个“不区分”或者说

“不介意”来表述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原则：不介意虚构与真实；不介意民

间口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不介意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不介意文学之内各种文体；不介意

高雅与低俗等。此外，以古代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为主輥輴訛。仅以徐忠明《办成“疑案”：对春阿氏

杀夫案的分析———档案与文学以及法律与事实之间》輥輵訛入手来看不介意虚构与真实的原则。春

阿氏杀夫案，是晚清光绪年间发生的一起凶杀案。论文采用的材料包括：当时的档案、案件审

理期间刊登在各种报纸上的追踪报道，冷佛根据案件的司法文书、奏折和新闻报道撰写的小

说《事实小说春阿氏》。通过上述材料，作者分析和探究了该案的推理技术和定谳方式，承审官

办成“疑案”的心理和审理意图、行动策略等，更探讨了其背后的当时的法律观念、皇帝的训

斥、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由此可见小说、档案和其他报道等相互参照的原则。至于其他几个“不

介意”，可从徐忠明下列论文题目看出：《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金瓶梅〉“公案”

与明代刑事诉讼制度初探》、《包公杂剧与元代法律文化初步研究（上）———以清官的司法为范

围》、《解读历史叙事的包公断狱故事》、《解读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窦娥冤〉与元代法制的

若干问题试析》、《从话本《错斩崔宁》看中国古代司法》、《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

的另类叙事———以〈笑林广记〉为中心的考察》、《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以

谚语为范围的文化史考察》、《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从〈诗经·甘棠〉事志

考释到送法下乡》輥輶訛。如徐忠明所说，他的研究“所涉及的文学材料，也称丰富多样，包括戏曲、

杂剧、小说，甚至延及谚语、笑话和竹枝词等”輥輷訛。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发掘文学作品内涵的实践性研究方向，研究理路如何？或者，文学作

品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法律与文学”研究逻辑？让我们以《办成“疑案”：对春阿氏杀夫案的分

析———档案与文学以及法律与事实之间》来分析。此论文作者通过仔细阅读冷佛的小说《事实

小说春阿氏》，发现“春阿氏并非谋杀亲夫的真凶；也无寻短见的动机和行为，因自杀摔倒而误

杀亲夫的事实也不存在”，由此，“根据《春阿氏》再来补充说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论文作者认

为，这个故事的内在逻辑合乎事理、合乎情理，又与当时档案中的奏折相符，以此认定真相可

信可靠。可见，弄清故事逻辑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法律领域的问题，论文探究的是：春阿氏为

什么不供出真正的杀人凶手？聂玉吉既然爱春阿氏，为什么不自首担当责任？承审官为什么心

知肚明案件真相却要办成“疑案”？通过层层细致分析，从当时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命抵一命”

观念、社会舆论、皇帝督办的压力以及法官普遍的“阴骘”观念等诸方面说清观念、意识、风气

故事问题视域中的“法律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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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的原因。徐忠明教授就此案的研究，可谓法律文化史研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大致

概括出，在就文学作品探讨法律问题的研究方向上，研究者认为文学作品可以真实反映历史

样貌，蕴含着当时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分析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戏剧等，所依托的为寓

于各类作品中的故事，即故事的事理逻辑所体现的当时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

康德认为，鉴赏判断除了以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为判断根据之外，别无他物。从康

德提出的合目的性对象的“形式”概念，可以区分出研究者对文学作品是欣赏还是认识。所谓

文学作品的“形式”，依据今天文学理论理解，应该指语词组成的句子，以及句子组成的句群，

句群中呈现的形象、意象及其隐喻，继而可感觉到的客体世界，乃至形而上性质等。语词的色

彩、音响和流动于其中的形象与意象的韵味、秘响旁通的言外之意等，都是形式的体现。徐忠

明教授的论文注重的是事件或者说是故事本身的内在逻辑，即事理。故事本身具有内在逻辑

性，即合乎事理，自然可成为用来参照档案、新闻报道等共同判断真实案情的依据。故事作为

研究关注和分析的依托，由此具有了合理性。所以，文学作品缘于合目的性的形式，给研究者

观文以可能性，进入作品之后，对于研究者来说，就剥离了合目的性的形式，仅在意故事本身

了。由此，“法律与文学”研究专家冷静客观，却不是审美静观。他们的活动，是一种被实践的需

要所感染的知觉活动，具有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即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史、法律心态和法

律意识等。他们的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从文学作品认识某种文学之外的内容。故事因为剥离

了合目的性的形式而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视野，由此，前面分析的几个“不介意”，也就有了着

落：只要是故事，有其内在逻辑，合乎事理，在该领域研究专家视野中确实不需要介意。

通过对于发掘文学作品内涵的实践性研究性质的考察和分析，笔者以为，依托于口头与

书面文学各类文体的故事的“有意味的形式”带领研究者进入和获得故事事理逻辑之后，恰恰

是这些作品有了漫长的历史，故事已为陈旧的故事了。陈旧的故事逻辑蕴藏着当时的民风民

情、法律意识与文化，从而具有反思和探究当时法律文化与历史的特殊价值。从本应有的以审

美价值为主的对象转换为以认识和研究价值为主的对象，文体、文学风格、艺术形式、艺术水

平和格调等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故事，民间口头的包公故事、窦娥冤故事、十五贯故事、春阿

氏故事，就这样因陈旧而变得有用。

三、文学对于社会正义观念和司法中立建设的意义

在“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另一个进路更值得文艺学关注和思考，即法学、哲学和政治学

等相互交叉的研究，代表学者为努斯鲍姆，代表作为《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努斯鲍姆以法学、文学、神学、哲学乃至伦理学相互交叉为学术背景进入“法律与文学”研

究，其目标为：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正义观念，怎样的法律观念和正当的司法理念和程序？显

然，这些是社会科学研究目标而绝非文学研究的目标。她对于西方社会既有的经济学功利主

义或者法律经济学以追求效率或者财富最大化为目标持反对意见，认为将这样的规范性目标

作为正义和司法的标准和指引是一个本质错误，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正义观念，建立

人性化的法律观念和司法程序。由此，努斯鲍姆自觉秉承欧洲哲学传统，将文学纳入法律研究

和教学中：“法学院的学生们和我一起阅读了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塞尼加和狄更斯。我们讨论

了与文学作品有关的同情与仁慈，公共判断中情感的作用，以及什么影响了我们想象不同于

自己的他人的处境。”輦輮訛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她讨论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和理查德·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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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生子》两部经典长篇小说。她着眼于小说在社会生活系统中可能对人们发生怎样的影

响，即功用。她认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文学艺术比历史“更哲学”，历史向我们展示“发生了什

么”，而文学作品则向我们展示一个人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特性与人的想象有关

系。在她看来，“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小说带来快乐的能力。小说的道德教化和审美愉悦密切相

关”輦輯訛。因为，小说可以描写和叙述相当宽阔的生活面，对读者来说，一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总

是有限的，很多角落和领域也许终生无法看到，许多人生体验也许终生都无法获得，但是小说

可以让人看到更多、体验更多，人自然感到快乐。小说因为其情节性，可以激活读者想象和联想

的本能：“畅想是小说设定的一种能力，一种能够把一件事物看做另一件事物，能够从一件事物

中看到另一件事物的能力。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叫它隐喻性想象。想象产生的时候，几乎是一种

本能的思想反射。”輦輰訛小说由此对人发生深刻影响，并让人汇入社会正义并参与其建设。小说可

以培植司法人员的正义之心，文学家是“他的国家和时代的平衡器”輦輱訛，“诗人作为裁判”輦輲訛。

努斯鲍姆就两部小说作品的讨论过程，关注的是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和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内在逻辑。她并不在意风格等属于艺术形式的因素。讨论中基本以故事替换了小说。在她

看来，如果小说对人的感情世界和确立正义价值立场有用的话，是故事发生了作用。她将小说

统统看作是故事的载体。她说：“对于现实主义小说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就像狄更斯说的，

这类小说是关于‘人类希望和恐惧’的故事。它们带来的趣味和快乐与读者同情地关注‘像他

们自身一样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困扰他们的冲突和挫折密不可分。”輦輳訛“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故

事。通过讲述故事，小说使得读者为角色所深深吸引，读者被吸引去关心他们的计划、他们的

希望和恐惧，和他们一起试图去解开他们生命的神秘和困惑。”輦輴訛可见，其研究目标同样并非是

文学，而是社会正义与法律司法的建设。所以，落脚点依然为故事。

归纳努斯鲍姆的思考，她解决了两个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文学作品激发的无疑是感

情，感情怎么可以与理性的正义伦理兼容？对此，努斯鲍姆解决的理路是，首先确认，文学作品

激发的情感具有理性特质，属于蕴含理性的情感。这些“情感并不告诉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些问

题；但情感的确使我们去关注它们，把它们当做应该解决的问题。情感帮助我们判断哪种进路

将会使得公众更好地感应远处的饥荒、流浪的处境以及产品检测和安全标准”輦輵訛。第二个问题：

文学作品激发的诗性正义产生的心理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努斯鲍姆所继承

的以哲学为中心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她所借用的主要理论资源有亚当·斯密的“明智的旁观

者”概念、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布斯的“共感”（co-duction）观念。基于对这些理论资

源的综合理解，努斯鲍姆认为，因为小说中的故事，是一个不涉及任何具体个人利害关系的客

观存在物，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当激起情感的客观对象被认为与我们自己或我们判断其

情感的人没有任何特殊关系时”輦輶訛，此时，小说中故事的读者就成了“明智的旁观者”。“明智的

旁观者”与关注对象有一定距离。距离生出了客观、公正，可以从容地设身处地地关注对象的

处境、心境，从而激活人本性中的同情之心，从旁观者的超越姿态获得社会公正理念和感觉。

这样的无利害关系的“明智的旁观者”为人之本性。人人都从各自出发点、以“明智的旁观者”

的眼光和心理关注同一对象时，布斯所说的“共感”就产生了。诗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和感情就

此诞生，并成为社会的正能量。与徐忠明的研究相似，努斯鲍姆关注和选择小说作品以写实小

说为主，均为陈旧过时的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她不介意它们是否属于最新文学潮流。概括地

说，努斯鲍姆的“法律与文学”研究成果依托于小说的故事陈旧。

“法律与文学”具有不同于文学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文学观念，缘于其研究目标在于文学审

美功能之外的方面，更具体地说，比如历史上的法律意识、社会思想、民风民情及诉讼意识等。

故事问题视域中的“法律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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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的、过时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于时新文学的独特价值。该领域重视文学的功用，着眼于

故事本身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写实小说中的故事。这是因为，写实小说中的故事，其事理与故

事接受的现在时的事理逻辑基本相同。面对陈旧故事，专业研究由欣赏转而思考，从文学延伸

出与法律相关的理论推理和证明。对于不担负“法律与文学”研究任务的一般读者，陈旧故事

也给予他们由欣赏到思考的可能与机会。让人们通过“明智的旁观者”身份而建立对世界和他

人的正确看法。也恰因故事之陈旧，让读者与故事本身有了因时间而造成的心理距离，更易于

让读者成为“明智的旁观者”，从而发挥社会功效。努斯鲍姆分析就基于此。从这个意义来看，

既往流传和积淀的文学作品，是一笔可在社会实用系统发挥作用的宝贵财富。

故事与人类具有密切关系，故事活动远远超越文学活动。故事活动的视野具有超越文学

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的诸多优越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和理解容纳故事的文学作品的性质与

功用。故事维度的研究由此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以为，首先，陈旧故事既然在当代人们精神

生活中具有合理性和特殊价值，应当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其次，人们对故事需求和接

受的心理机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再次，陈旧故事范围非常宽泛。是故事就有趣味，有趣味就

会吸引人，那么，如何理解听故事、读故事的人难免接触到劣质故事？这正是布斯提出的“伦理

教学之下的悖论”輦輷訛问题。如何面对这些复杂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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